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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坎伦：平等何时变得重要？

斯坎伦

平等何时变得重要？*

 

[美国]  托马斯·斯坎伦

（哈佛大学 哲学系，马萨诸塞州 坎布里奇  02138）

陈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译

 

[摘  要]基于平等概念自身的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是平均主义的，即差距本身就可以构成反对

这种差距的理由。平均主义理由有两个必不可少的特征，即比较性和利益水准的不确定性。平

均主义的理由是多样的，它们至少包括人道主义的理由，反对社会歧视的理由，反对他人控制

的理由，保证政治、经济制度公平性的理由，要求利益平等的理由。要想真正实现机会平等和

政治平等的要求，经济分配就需要尽可能地接近结果平等。平等变得重要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存

在着一个对利益平等要求负责的政府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平等似乎有争议，但分歧实际上并

不是关于平等的价值或重要性，而是关于政府恰当的责任。

 

[关键词]  平等；平均主义；利益；分配；正义

 

[作者简介]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M. Scanlon），男，1940年6月28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

州。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道德哲学家之一。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普林斯顿、牛津和哈佛大

学完成。1968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以后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是

《哲学和公共事务》杂志的三位创始人之一，曾担任该杂志的副主编。2002年，担任美国哲学

学会东部分会主席。现担任哈佛大学的自然宗教、道德哲学和国家政体的阿尔福特客座教授。
1982年，发表了在西方学术界颇具影响的论文“非自利契约论和功利主义”（“Contractualism and
Utilitarianism”，1990年被译成中文），使之成为继约翰·罗尔斯之后非自利契约论的主要代表人

物。1998年，出版了代表作《我们相互间的责任》（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系统阐述

和总结了他的非自利契约论。2002年，国际知名学术季刊《伦理学》用了一期的大部分篇幅专

门组织哲学界讨论这部著作。哲学家Ｒ·杰伊·华莱士对这部著作的意义及其在西方的影响作了

如下评价：“毫无疑问，Ｔ·Ｍ·斯坎伦的权威性的著作《我们相互间的责任》是近几年所出现

的最为成熟的、最重要的道德哲学著作之一。它提出了道德哲学所有主要方面的根本性的问

题。我希望并且期望在今后数年的时间里，它对道德哲学的状况和发展方向将产生决定性的影

响。”[1] 近作还有，《宽容之难：政治哲学论文集》(2003)。

 

[译者点评] 斯坎伦文章的核心思想是阐述平等概念的平均主义特征。他认为反对不平等的理

由有很多，但只有一部分是真正基于平等观念自身。他认为，平等观念本质上是一种平均主义

的观点。它具有两个必须的彼此紧密联系的特征：比较性和利益水准的不确定性。平均主义者



在乎的是自己和他人利益差距的本身（即所谓“比较性”），而不是自身利益的绝对水准（即所

谓“利益水准的不确定性”）。平均主义者认为经济利益或者社会地位或者其他方面的差距本身

就可以构成反对这种差距的理由。斯坎伦在文中进一步举出了五种反对这种差距、支持平均主

义平等概念的理由，即人道主义的理由，反对社会歧视的理由，受他人控制达到无法容忍程度

的理由，维持社会制度公平性的理由，以及平等利益要求的理由。

在谈到平等利益要求时，斯坎伦指出了“平等变得重要”的一个重要条件，即对平等利益要求负

责的机构或政府机构的存在。平等变得重要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机构，在没有其他特殊理由的

情况下，这个机构应该同等地满足它所管辖的公民的同等的利益要求。否则，平等利益并不能

构成反对不平等的理由。

斯坎伦还提到正义要求的似乎不仅仅是起点的平等，而且还要求结果的平等。这一平均主义的

要求实质上和我们过去所提到的最终要“共同富裕”的口号是一致的。相对于平均主义对结果平

等的要求，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机会平等”、“政治公平”（参与政治的同等机会）和“程序公

正”等的要求。人们一般并不认为后者是平均主义的要求。但斯坎伦指出，由于家庭经济收入

的巨大差距会影响到每个有天赋的人的同等发展机会（包括参与政治的机会）。因此，要想真

正实现机会平等、政治公平和程序公正，现实中经济收入的分配就需要尽可能接近结果平等。

斯坎伦的文章为我们探讨平等、公平以及正义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他山之石”，但

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他似乎没有充分考虑不利于平均主义的一些理由，比如，适当扩

大而不是缩小分配上的差距可以调动人们工作的积极性，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则会导致效率低

下和坐享其成者。第二，平均主义的理由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压倒一切的理由？当它和效率

原则或功利原则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如果不

平等导致效率的提高，使得分配较少的人也能得到比一种更为公平的方案下所得到份额要多，

则这种不平等就是合理的。如此，平均主义的理由似乎并非总是构成压倒性的理由。但斯坎伦

对此语焉不详。

 

哲学的任务之一是极力澄清重要的道德观念的形式和内容，并且理解它们重要性的基础。所
以，我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是对平等观念的哲学考察。然后，我将考虑这种考察将会怎样帮助我
们了解平等在理解我们所面对的具体政治问题以及在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所起的作用。

 

一

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理由反对不平等。这些理由中只有一部分是平均主义的——这就是说，这些
理由根植于将平等看作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价值的考虑。即使平均主义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的
——它们有不同的基础，要求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多样性并且记住它，我们就能
够更好地理解关于平等的争论，更好地决定关于这些争论需要思考些什么。

让我们先看下面一些例子，这些例子意在提出平等何时变得重要。

 

例一：在中国，男人的预期寿命是70.4岁。在美国，是74.2岁。在[非洲的]马拉维，
是37.1岁。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迫切需要人们采取行动。然而，我想讨论的是这三个事实彼此的相
关性。马拉维的预期寿命如此之低显然不是件好事。但中国和美国的预期寿命高得多的事实与



此有何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也许仅仅因为它表明人不需要这么年轻就死去。在更好的生活条件
下，他们应该活得更长。因此，马拉维男人如此之低的预期寿命之所以令人震惊的理由之一就
是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像这样的一些数字作为例子引用，有时是说明所谓的“国际预期寿
命的差距”。这表明三个国家之间预期寿命巨大差距的道德意义比我所暗示的还要大，并且这
种不平等部分地使这种情况变得不仅可悲，而且不公正。我所关心的是：这种情况是否果真如
此、为什么如此。

这里有另外一组数字。
 
例二：在美国10个健康状况最差的县里，黑人男人的预期寿命是61岁。与此相比较，在

美国10个健康状况最好的县里，白人男人的预期寿命是76.4岁。[2]
 
在例二中，那些生活状况不好的人的条件没有例一讲的情况那么差，寿命差距要小一些。但这
种情况道德上似乎依然不可取。在使得这种情况不可取当中，不平等的事实究竟起了什么样的
作用？我初步的看法是，不平等自身在例二中的意义比例一中的意义更为重要。问题是，为什
么情况似乎应该如此，这个初步的看法是否经得起推敲。

请看其他一些例子。
 
例三：最近在以色列举行的一次关于平等的会议上，有人告诉我，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村
庄，基本服务的水准，如铺好的街道，公共卫生条件，水资源的占有等，远比其他可比
的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所居住的村庄要高得多。（这些阿拉伯人是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
民。）
例四：在我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的一些学区里，公立小学的学生比在同一个州的其他学
区的学生所受的教育要好得多，比美国南部一个较穷的密西西比州的许多学区的学生所
受的教育好得更多。
 
例五：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推测，所有这些学生比起马拉维穷乡僻壤的学生所受的教育要
好得多。
 
例六：在美国，收入的分配是相当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近几年增长得特别快。正如美
国记者保罗·克拉格曼（Paul Krugman）所报道的那样，“在过去30年里，大多数的人

只看到了年薪温和地增长：按照1998年的美元计算（即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

的平均年薪从1970年的32,522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35,864美元。在过去29年间增长了大

约10％，有进步，但不大。然而，根据《财富》杂志的报道，同期，收入最高的100位
总经理（CEO）平均实际的年薪却从130万美元——39倍于一个平均工人的工资——增

长到3,700万美元，超过了普通工人工资的1000倍。”[3]
 
我所关心的是，在解释这些事实遭人反对的地方时，平等的概念所能起的作用。比如，在我看
来，平等的概念似乎在例二中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在例一中所起的作用，在例三和例四中所起的
作用远大于在例五中所起的作用。我想考虑这是否如此，如果是，为什么。

我认为在例一，即全球不平等状况的例子中，我们所关心的是，并且恰当地说应该是，
纯粹人道主义的。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马拉维预期寿命如此之低的事实，而完全不是在那里
和在发达国家之间的预期寿命的“差距”。如果马拉维的预期寿命提高了，那将是道德上一个
很重要的进步。但如果在中国和在美国的预期寿命由于某种原因下降了，这也决不会使情况变
得更好。我们不应该说，“好啊，至少国际预期寿命的差距已经缩小了。”

人道主义关怀可以提供减少不平等的充分理由。这些理由道德上是重要的，但平等在这
些情况下只具有工具性的重要性[即，消除不平等的意义只是因为有助于实现人道主义的目的
——译者注]。比如，如果通过税收将发达国家人民的一小部分收入转到马拉维人民身上，从
而使马拉维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那么建立这种税收制度的理由是人道主义的。这也会起到
减少两个地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效果。但这种不平等的减少自身并不是采纳这种税收制度的理
由。这样做的理由纯粹是人道主义的，即改进穷人的生活。

将这种理由叫做人道主义的理由，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它不是一个道德上令人信服的理由。减轻



像马拉维那种情况的疾苦是一个很强的道德要求。我的意思仅仅是，这个理由并不是基于平等
的道德要求。减少不平等状况的真正的平均主义理由是将人们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自身应该
消除或减少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对不平等状况的平均主义的批评是比较性的。它们所关心的
是个人所享受的利益的水准之间的关系。在不考虑这些利益的绝对水准方面，它们也是不确定
的（unspecific）。我将这两个特征——比较性和对利益水准的不确定性——看成是任何真正
的平均主义理由所必须具有的特征。[4]

 

二

平均主义的比较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引起人们所熟悉的一些反驳。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个人
应该关心他们能够得到的福祉的绝对水准，以及为什么他们应该希望获得更高的水准。但为什
么他们应该如此关心别人有什么，以及为什么应该将他们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相比较呢？强调
利益比较而不是绝对水准使得平均主义受到这样的指责：它是建立在嫉妒的基础上的，并且它
对保持分配“样式”的态度是非理性的。嫉妒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人类情感，我们或多或少
受其支配。但如果平等的要求是建立在嫉妒的基础上，那么它们道德上还有什么分量呢？我认
为这些指责可以得到回答。为了回答这些指责，我们需要集中考虑，有哪些情况，反对不平等
的理由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合理的，并且道德上是重要的。我将讨论四种这样的理
由。[5] 我现在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些理由，然后再更详细地检查其中的部分理由。

第一，社会地位。历史上值得谴责的不平等的最显著的例子是种姓制度和其他一些包含对社会
地位带耻辱性区别的社会制度。在这些制度中，一些群体的成员被打上劣等的标记，比如，不
能获得最向往的角色和最理想的工作，或者不得不从事有辱尊严和身份低人一等的工作。这些
安排中所涉及的罪恶是比较性的。使这些工作有辱尊严的不是这些工作自身——它们也许是任
何社会一些人必须从事的工作。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以令人屈辱的方式被人打上了低人一等的标
记。解决办法是废除规定和维持这些上等和劣等区别的制度。

在我所提到的历史上的例子中，建立在种姓、种族和性别基础上的不平等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态度的问题。但纯粹经济上的不平等之所以应该反对则是因为我马
上将要讨论到的理由。收入和财富极端不平等的一个后果可以说是迫使穷人过着颜面尽失的生
活。这里的罪恶也是比较性的——该谴责的不仅是破衣烂衫，陋室破屋，而且还包括不得不过
着远远低于社会可以接受标准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给一个人打上了低人一等、其他人不愿意
和其交往的烙印。这不仅提供了改变穷人命运的理由，而且，即使他们的命运在绝对的意义上
并不太差，也提供了反对进一步提高他人生活水平的理由。在有些情况下，这也许不足以成为
否认其他人享有这些利益的理由，但这却是这些利益所带来的明显的代价，并且，这个理由也
不能归结为嫉妒。

第二，控制性。反对不平等的理由还可以是因为这些不平等让一部分人对他人生活的控制到了
无法接受的程度。比如，如果少数人掌握了社会上几乎所有的财富，这就使他们能够控制他人
生活，如，在何处工作，怎样工作，购买什么，以及一般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控制可以达到让
人无法接受的程度。更具体地说，对一个国家大众媒体的垄断可以使一个人控制社会中的其他
人对他们自己的看法，对他们生活的看法，以及对他们社会的理解。

第三，程序公正。反对不平等的理由还可以是：这些不平等破坏了基本的社会制度的公平性。
这里有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当家庭收入和财富极不平等时，在竞争的市场条件
下，个人成功的机会将会受到他们所出生的家庭的极大影响。这会使经济机会的平等，如果不
是完全不可能的，也会变得很困难。第二个例子，财富和收入的极不平等会破坏政治制度的公
平性。有钱的人会比其他人更有能力获得政治权力，更有能力影响政界人士，因为后者依赖前
者的捐款。因此，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的理由之一是为了保证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公平。

第四，平等利益。这将我们带到另一个问题，即是否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正义要求的不
仅是起点的平等，也要求结果的平等。比如，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对某个利益提出同等的要
求，那么，理应反映这些要求的分配程序是公平的仅当它产生平等的分配。对于从事某个商业
活动的、投入了同等的货币和时间的合伙人来说，情况或许如此。如果他们投入了同等的货币



和时间，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说，一个公平的利润分配机制应该给每个人同等的回报。
有人也许会说，一个社会作为整体也是如此——一个社会是一个保证相互利益的合作组织，因
此，社会的成员，至少在刚开始时，对它所产生的利益有同等的分配要求。但这个论证的前提
——在合伙经营的例子中，我们假定合伙人在时间和金钱方面已经做了同等的投资——就整个
社会而言，是有争议的。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论证就将这样的前提作为起点。他论证道，如果一个社
会的合作成员不得不在不知道他们社会角色的情况下选择分配原则，他们没有理由接受不平等
的分配。但他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平等的基准点”，继续论证道，如果这些不平等得到了回
报，没有人能够反对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分配——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不平等导致效率的提高，
这样，即使分配较少的人也能得到比一种更为公平的方案下所得到份额要多。我不打算讨论这
种特殊的平均主义思想，因为它很有争议，并且也许有点乌托邦。

然而，我想提及另一个提出平等利益要求的可能的来源，它和政府政策的日常问题有着更直接
的相关性。这个思想可以表达如下：如果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提出同样的利益要求，那么，
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他们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利益分配。然而，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问题，这
个思想显然是错误的。那些急需帮助的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假定我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都可
以提出请我帮助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使他们获得同等的好处，甚至也不意味着我需
要充分的理由才能给一部分人而不是另一部分人更多的好处。如果我帮助了其中一部分人，这
并不能给其他人以理由对我提出新的要求——一视同仁的要求——除了他们已经提出的需要帮
助的要求之外。为了使我已经提出的论题能够成立，我们需要对所讨论的主张的严谨性进行补
充。因此，请考虑下面的补充：

 

如果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对某些个人或机构执行者提出同样的利益要求，如果这个机构
的执行者必须满足所有这些要求，那么，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它就必须给群体的每个
成员提供同等的利益。

 

这缩小了上述要求的应用范围，并且似乎也避免了刚才提出的反例。而且，这似乎解释了许多
明显的例子。比如，它似乎解释了对以色列村庄提供不平等的公共服务的例子中应该反对什
么。资源供应的不平等显然是应该反对的，因为我们假定政府有责任为所有这些村庄服务，并
且这些村庄对这些服务有同等的要求。为了得到这个结论，我们并不需要假定它们的要求的比
较性（同等服务的要求），也不需要假定它们是对具体利益水准的要求。我们也得不出结论，
究竟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具体的利益水准。许多不同水准的公共服务（如，铺路，供水和其他公
共服务设施等）都可以满足平等对待的要求。因此，结论是，我所定义的平均主义是比较性
的，并且对利益水准不确定。

这个原则可以进一步支持我开始时所提到的一些教育的例子。只要美国的州政府有责任
提供全州的教育，由于不同社区对州提出的援助要求是一样的，州政府必须同等地满足这些利
益要求。但就全球教育的差距而言，同样的论证似乎很难讲得通，因为很难确定有这种相关义
务的执行者。

这些例子表明了我对平等利益论证的两个显著特征：（1）该论证依赖一个机构执行者

的存在，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可以对其提出一定利益的要求；（2）它依赖于这些要求的说服力

度。
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观点，德国的统一引起两种以前并不存在的平等的要求。第一是机会

平等的要求。当德国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生活在这个国家一半的人们无需和生活在另一半的
人们为工作而竞争。但由于现在国家统一了，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劳动市场，由一个单一的公共
机构来管理，这些公共机构必须满足正义的要求，机会平等的要求因而适用于全国。因此，不
论那些有着同样天赋和欲望的学生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何处，教育都必须给他们提供发展天赋的
同样的机会，这些天赋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回报。

第二是对平等利益的要求。由于一个政府现在要对整个国家的公共服务负责，因而如果政府支
持一个地区的力度大于另一个，则现在就有理由反对这种不平等。当然，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应



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则是不确定的。比如，政府必须提供失业津贴以保护那些由于市场变化或
技术更新而失去工作的人。但政府的这种失业津贴究竟应该提供多长时间？对那些可以通过改
变职业或搬到另一个地区就可重新获得工作的人，政府是否也必须提供这样的津贴？我已经表
明，我认为它们不应看做是平等的问题。确切地说，它们是先决的问题，即关于利益平等要求
所依赖的政府的责任问题。因此，举例来说，对刚才的两个问题的否定性回答也许被认为不够
慷慨，但它不应该看成是平等的一种倒退。

简言之，我找出了五种理由来反对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并寻求铲除或减少它们的办法：

一是我们经常有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减少不平等的理由，因为取富济贫，是缓解穷人困境的唯
一或最好的办法。

二是我们有时有理由铲除不平等，因为它们制造了令人羞辱的社会地位的区别。

三是我们有时有理由铲除不平等，以防止一部分更富有的人以无法接受的方式控制另一部分不
富裕的人。

四是我们有时有理由铲除不平等，以保持起点的平等，这是公平制度所要求的。比如，财富和
收入的极大不公会破坏机会平等和政治制度的公平性。

五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一个执行机构有责任给不同的受益人好处，在没有特殊理由的情
况下，它必须给所有的受益人同样的好处。

我想，这些理由放在一起可以对实质平等的观念在我们考虑社会正义时所起的作用提供
一个充分的说明。但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意见：还有其他的我没有列举的支持平等或者反对不平
等的理由。我现在想稍稍进一步考察一下某些反对不平等的理由，然后考虑这些平均主义思想
的多样性对一些具体的平等问题能够有些什么样的解释。

这些反对不平等的理由中的一部分理由实质上是向前看的：它们诉诸利益水准的差异所带来的
后果。这在所谓竞争的情况下最为明显。当人们为了某些利益而竞争时，竞争的公平性和竞争
的可能的结果，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竞争者在开始时所处的相对的位置。我前面提出的反对不
平等的第三条理由（避免无法接受的集权）和第四条理由（保持机会公平平等）就属于这一
类。

我对我文章开始时所举的一些例子的看法可以根据这些向前看的理由加以解释。比如，我说
过，将美国国内或美国的某个州内的教育质量上的差异同美国和马拉维之间教育质量上的差异
相比较，前者应该谴责的地方似乎更多是建立在平均主义理由的基础上的。这也许反映了一个
假设（也许是可争论的假设），在一个州内，甚至整个国家之内的学生竞争的是同样的工作。
（或者说，至少他们应该能够公平地竞争这些工作。）但在美国学生和马拉维的学生之间就没
有这样的竞争关系。有人也许会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一假设不再成立。我认为这种说法
夸大其词。但我的观点仅仅是，这个保持平等的起点、因而反对差异的具体论证，只有当有这
种竞争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铲除带耻辱性的社会地位的歧视的重要意义也依赖于某种相邻性。当人们有理由比较彼此的生
活和条件时，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可以导致人们有理由感到失去尊严。但这种合理性仅仅当不同
的群体存在着某种相关的接触时才存在。（和前面一样，有人也许认为在今天媒体和娱乐全球
化的世界里，我们在这方面都是近邻，我们都可以有理由比较我们彼此的生活。我认为这夸大
其词，但值得考虑。）

我所列举的反对不平等的理由都有这种向前看的特征。但它们本质上作为平均主义理由的程度
却有所不同。目的在于避免耻辱性的社会地位的歧视的行动所诉诸的是博爱的理想，而这种理
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平均主义的，它一直是平均主义传统的核心。反对集权的理由听上去也许不
纯粹是平均主义的（不受他人控制和地位平等不是一回事），但受他人控制被看作是不平等社
会的主要罪恶，这一思想反映在人们所熟悉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共和主义的传统中。比如，这两
种思想（社会歧视的罪恶和避免被控制的意义）就为卢梭所强调。



机会平等的思想不纯粹是平均主义的，因为它预设了不平等地位或人们获取不平等报酬的合法
性。它预设了这些不平等是得到辩护的，因为正是这种辩护为择优录取和偏见、偏袒的区别提
供了基础。如果根据个人的优点所得到的奖励和偏袒没什么两样，那么，机会平等就失去了原
来的意义。但是，由于机会平等在这方面和不平等的报酬没有冲突，并且似乎对这些报酬没有
提出任何限制，因此它在平均主义者当中名声不好。平均主义者可以说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
个平均主义的学说。我认为这个坏名声并非名副其实。因此，我想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三

机会平等的思想，如果恰当地加以理解，超出了那种应该论优行赏以及偏见和偏袒因而应该加
以反对的思想。有意义的机会平等思想要求的不仅仅是消除对充分展示自己天赋的人的公开歧
视，而且也要求发展每个人天赋的平等机会。约翰·罗尔斯将这种更强的要求表达为他所说
的“公平的机会平等”：

 

那些有同样天赋和能力的人，那些有同样愿望使用他们天赋和能力的人，不管他们在社
会制度中的起点怎样，应该有同样成功的机会。[6]

 

罗尔斯对这个要求没有提出什么论证。在他的理论中，这个要求作为一个“乘客”不太明显地
搭载在一个更有争议的差别原则上，按照这条原则，当不平等有利于弱势群体时，不平等是可
允许的。也许，罗尔斯认为没有必要对这样的乘客提出进一步的论证，因为它看上去无可争
议。机会平等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甚至那些非平均主义者也承认这一思想，至少口头上
还是赞成这一思想的。比如，当《正义论》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受到右翼人士的攻击，理由
是，差别原则要求的己经不是机会平等（这为批评者所赞同），它要求的是结果平等（这为批
评者所坚决反对）。这本书也遭到左翼人士的攻击，认为它并不完全是平均主义的，部分因为
它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没有任何立场，也部分因为差别原则理论上似乎允许非常重要的不
平等，只要这些人的利益“向下扩展”（trickled down），只要机会平等能保持，不平等就
是允许的。

这样，两方面的人士都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差别原则上（他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虽然他们
大多都忽视了机会平等（对此右翼人士赞成，左翼人士鄙视）的要求。我认为他们双方都犯了
错误。在某一方面，右翼人士更接近真理：差别原则要求经济平等的水准要远远超过我所知道
的任何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平等的水准。但不论是右翼还是左翼，在关于机会平等的思想上都犯
了错误。在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思想中，机会平等是一个极为严格的标准，即使对人们获
得的报酬中的不平等没有进行任何限制，标准也是如此。

只要家庭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过大（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中所常见的那种程度的不平等），这几
乎肯定会影响到孩子们早期所受到的教育，他们在学校的成功，以及他们获得职位的竞争能
力，而这种职位和相应的报酬紧密相连。正像罗尔斯所说的那样，至少“只要家庭的制度存
在”，就很难看到公平的机会平等能够在一个靠市场决定报酬的社会中得到实现。

因此，如果正确理解“机会平等”，它是作为一种平均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计起作用的：如果不
能实现“结果平等”，那么，赢取公平的机会平等要求某种至少要比我们的社会中所看到的更
接近“结果平等”的东西。

当我们考虑政治制度公平性的问题时，这个结论得到加强。正如罗尔斯所说，在一个正义
的[也可译为“公正的”]社会里，“公平的政治自由的价值”应该保留。罗尔斯对这个要求的
表述，其用词和他对经济领域里公平的机会平等思想的表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说道，这
个要求是“不论其经济和社会地位怎样，有着相似天赋和愿望的公民有着大致一样影响政府政
策的机会和获得权力职位的机会。”[7] 我们在美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只要收入和财富基本



上由市场决定，只要发动一场有效的政治运动所需要的大众媒体的价格也是由市场所决定，这
一要求如果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非常难以达到的。

程序公平要求实质平等的结论可以应用于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我们可以寻求实现
程序平等要求所必须的背景条件。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达到和罗尔斯一样的结论：除非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得到遏制，政治公平和机会平等如果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非常难以达
到的。程序公平要求事情比我们所熟悉的更接近结果平等。

当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如何的时候，上述结论在哲学理论上似乎非常
有力。但这个结论在实践中，也就是说，在实际政治中意味着什么则没有那么清楚。一方面，
它似乎应该是一个很有力的结论。如同我已说过的，程序公平（至少以机会平等的形式出现的
程序公平）作为一个目标比结果平等得到更为广泛的承认，因此，完全建立在这一广泛接受的
前提基础上的对平等的论证似乎应该可以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但这个论证似乎并没有多少
政治上的影响力。也许，这部分地因为它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而且，即使它为人们所接
受，怎样实施也是一个问题：断定正义要求更大的平等是一回事，而找出并且接受以政治上令
人满意的方式实现这一平等的措施又是另一回事。

在这一方面的挫折可以导致我们按照我提到的两种方式中的第二种方式来运用程序公平
的思想。这是一个更为温和的方法。这个方法要求我们，在财富和收入严重不平等依然存在并
且不会很快消失的情况下，寻求可以采取的步骤，至少要尽可能地接近实现政治公平和机会平
等。我们在美国关于竞选财政立法的经验表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令人沮丧。很难防止高度的经
济上的不平等不产生政治影响力方面的应该反对的不平等。这不单纯是一个政治问题：且不说
使改革所需要的法律通过会遇到困难，我们似乎连理论上也没有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
们对一个公正的竞选的财务制度是什么样子都没有成熟的看法。而且，问题不仅没有改善，似
乎还变得更糟。

当我们转向经济领域里的机会平等时，情况稍许不那么令人沮丧。良好的公立学校，包
括帮助贫困家庭学龄前儿童的计划，防止贫困以及因贫困而产生的消极家庭环境的计划，都可
以有助于取得某种程度的有意义的机会平等，尽管这还不是罗尔斯所阐述的那种充分的机会平
等。这些步骤在实施时可能难以实现，但至少这些步骤是清楚的。

和政治公平的情况相比，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进步更容易设想？原因之一是，改进经济上的
机会平等所要求的主要是改进贫穷的命运和提供好的学校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相比之下，为了
取得政治公平，重要的不仅仅是通过提供更好的学校和更多的政治表达的机会来改善穷人的境
况，而且还要限制富人将他们的财富转化为控制公众政治讨论的能力。这样做的难度较大，特
别是要以不违反难以否认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的方式来采取这样的步骤，难度尤其如此。

 

四

教育和总经理（CEO）的报酬这两个议题也经常被看做是涉及了平等的问题。

对教育平等的要求可以来自我提到的几个原因。最明显的原因或许来自我已经讨论过的
公平的机会平等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要求对所有的人实行同样的教育，而是要求给予各人发
展自己天赋的同样的机会。因此，比如说，这一要求适合于学校和大学的入学要求，但却不适
合于学费，这些学费阻止穷人但却不是有天赋的人获得他们有资格获得的教育。第二个要求来
自政治制度公平性的要求，它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作为一个公民所应该得到的享受充分教育
的机会。第三个要求则在于，只要教育是政府有责任提供的福利，那么，政府就必须对所有的
人提供这样的福利，以满足平等利益的要求。但这里“平等”的意思是什么？我不认为它的意
思是对所有人提供同样的教育。政府所应该做的至多不过是提供一个人有资格受到的教育。因
此，比如说，入学要求所设立的限制就和平等利益的要求一致。然而，根据其他一些平均主义
的理由，这些要求也是可以反对的。有人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提供程度不平等的教育的政策
——给有天赋的人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是应该反对的，因为它导致社会区分为精英和非精
英。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案例：平等的要求（即对社会地位的平等要求）必须和其他的价值
平衡，如，效率和那些需要受过专门的高等教育才能产生的知识产品的内在价值。我这里的目
的只是运用这个例子说明我的观点，即平等的要求来自各种不同的理由，这些理由在不同的情
况下有不同的分量。



总经理天文数字般的报酬在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这些报酬受到普遍的谴责。它们
不仅自然而然地被看做理应受到谴责，被认为是一种不平等（和我的看法一样），而且，被认
为由于这种不平等而应受到谴责。因此，我想考虑这个判断是否得到我关于平等问题分析的支
持。

对公司主管人员的极高的年薪征税的理由之一可以是：这是最好的，也许是最公平的增
加所需税收的办法。当一个人的总收入超过一百万美元的时候，对其收入超过二十万美元的部
分征收40％或更高的税，他所做出的牺牲究竟有多大？当然不大。因此，高征税对富人所产生

的不适远远低于甚至低征税对穷人所产生的不适。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但这本质上不是一
个平均主义的理由。它不是反对高薪，而仅仅是在给定的一部分人有着极高收入的情况下，关
于什么是征税的最好办法的一个看法。但高薪自身似乎就应该反对。那么，反对的理由是什
么？怎样才能最好地表述这一理由？

根据我前面所列出的理由，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些薪水的水准值得反对，因为，至少随
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破坏机会平等，并且也因为它们给了这些人无法接受的政治权力，使他
们有能力通过给政治候选人和政党大量捐款形成影响。我刚才已经讨论过这些问题，不多赘
言。

另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是，这些薪水的水准创造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我们这些“普通”的老乡完全不同，因而产生了一个应该反对的社会地位的差别。我不知道
中国的情况如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这个思想没有得到多大的政治支持。“精英主
义”是我们在政治讨论中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它似乎都已经流入了愤怒不满的血管。但这种愤
怒不满不是针对富豪的，而是针对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更确切地说，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
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情况为什么如此。我想也许人们所不满的不是
那些生活比他们好的人，而是那些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百般挑剔的人（如证明他们不应该过多地
开车，不应该抽烟，或者应该做更多的事情防止全球变暖）。右翼人士已经非常成功地将反精
英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歪曲成为反动保守的思想。我希望这没有发生，也希望在中国不要发
生，在中国，你们有我所希望的一个更强的平均主义的传统。

反对总经理薪水的平均主义理由也许反映了一个我没有提到但值得考虑的思想。比如，
它也许反映了这一思想：每个人一天的劳动应该获得同样的回报。这一思想也许有某种吸引
力，但在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判断中远没有得到承认。有许多高收入人群的例子，人们似乎并
没有觉得像他们对总经理所感觉的那样对这些高收入的人产生反感。这些例子包括：中彩票的
人，卖掉房屋或有价值的财产而获得巨款的人。体育明星或娱乐圈里名人的大笔收入也没有引
起像总经理年薪所引起的那种愤怒不满。这些人过着奢华的生活，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感
（我们甚至很乐于读到他们的消息）。他们如此高报酬的事实也许表明我们社会价值观念的某
种缺失，但它和正义无关。

然而，有一个反对总经理天文数字般薪水的有力的理由，这个理由不是建立在结果不平
等的基础上的。且不谈不平等的后果，这些薪水水准之所以应该反对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权力的
滥用，是权力错配的结果。让这些总经理有权给自己和他们的朋友分配过分的一揽子的酬薪是
完全没有道理的。所产生的不公平之所以应该反对是因为产生这些不公的机制，虽然它们也许
还有基于其他理由的可反对的后果。这解释了我所提到的我们对其他例子的反应。通过财产交
易或者来自娱乐和体育合同所带来的巨额收入不涉及同样的权力滥用（或错配），虽然我已经
说过，对它们可以有其他一些反对的理由。

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反对意见也有一个好处，即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补救的办法，而不是再分配
的征税：比如，转向对公司管理的法律的规定。与其事后向这些巨额的一揽子薪水征税，不如
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这样做引起的不满也较少。因此，在我看来，虽然总经理高水准的年薪确
实引起了正当的平均主义的关注，处理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也许不是把平等的问题放到前台。

在这次演讲和演讲所表达的反思的过程中，我试图找出在我看来是我们考虑不平等问题
所依据的多样性理由，并且思考这些不同的理由和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有何关系。由于我的分析
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有点令人丧气，我想强调我是作为一个承诺平等价值的人来探讨这一问题。
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只想通过澄清至关重要的平等价值的本质和它们吸引力的基础来加强这种
承诺。

但这里我应该提请你们注意：在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和政治所关注的问题之间可能会有分歧。我
前面提到美国和中国为一边，马拉维为另一边的预期寿命之间的巨大差距。我说过，这常常被



认为是一个不平等的问题，被认为是“国际预期寿命的差距”。我认为，虽然这确实是一个非
常严重的问题，但确切地说，它不是一个平等的问题。我支持这一结论。但我也承认，将这个
问题表述为一个平等的问题也许是一个唤起发达国家人们良知和促使他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更为
有效的手段。按照我的观点，这不是从哲学上正确看待这个问题的方法，但它也许是政治宣传
的更为有效的形式。

更为一般地说，我认为通过哲学上澄清平等的价值，我们还可以从政治上加强支持平等的理
由，比如通过证明无关的反对意见可以休矣。但这是否如此，哲学澄清是否也有政治价值，在
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你们也许比我能够更好地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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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Does Equality Matter?
 

Thomas Scanlon
 
Abstract: We have many different reasons for being opposed to inequality. Only some of these reasons are
egalitarian—that is to say, grounded in a concern with equality as a positive value. And even those that are
egalitarian reasons are diverse—they have different bases and demand different things. If we recognize this
diversity and bear it in mind, we will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understand controversies about equality and to
decide what to think about them. In some cases equality seems to be controversial the disagreement is not
really about the value or importance of equality but rather about some other question, about the proper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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